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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普通公民的捐赠行为已成为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宏观社会
背景下分析公民的个人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会对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采用中国公民公益行为全国抽样调查中的相关数据，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社会网络和社会
信任对城市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区居住时
间、生活幸福感、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区服务等变量后，居民的捐款行为会受到其个人
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两方面的社会资本对于人们捐款行为有正向作
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更多的居民，其捐款的优势更高；随着居民社会信任得分（包含
信任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三个方面）的增加，其捐款优势也明显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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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慈善事业进入新世纪后迎来了“飞跃
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国内慈善捐赠总额和接收社
会捐赠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都增速明显。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日益成
熟，中国公民人均捐赠额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
趋势，人均捐款额从２００１年不足１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年人均捐款４４．８７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５０．８９％（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

２０１２，第４５页）。普通公民的捐赠行为，已经成为
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普
通公民个体捐赠行为的研究，也应当引起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

相比于国际上建立的比较成熟的个人公益行

为监测体系和基于大规模调查进行的众多实证研

究，中国在公益慈善领域基于相对较大样本开展的
实证研究屈指可数，仅有２００１年丁元竹在国内六
省的一次２０００份问卷的随机抽样调查，以及２０１０

年张网成的“中国公民志愿服务调查”（丁元竹、江
汛清、谭建光，２００７；张网成，２０１１）。还有一些
在南京、北京、厦门等地开展的地方性研究（陈茗、

林志婉，２００４；梁莹，２００９）。这些研究将关注点
主要放在志愿服务上，初步描述出中国公民志愿行
为的整体状况。其中张网成的研究也关注到公民
捐款行为的特征，并就影响捐款行为的因素进行了
简要分析，发现年龄、性别、学历、收入和对社会的
信任度等均会对其捐款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发现对
进一步开展公民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奠定了

较好的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的领军人物罗勃特�普特南认

为，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利用社会资本的研究来观察个人慈善行为和
志愿服务的趋势有重大意义（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１）。另
外，社会资本理论不仅对社会成员行动的动因有更
深入的解释，而且还能有效地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
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加以结合（张广
利、陈仕中，２００６），这对在宏观社会背景下研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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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个体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

析工具。
国际学术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会对

其捐款和参加志愿服务有显著影响（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　＆
Ｈａｖｅｎｓ，１９９７；Ｍｅｓｃｈ，Ｒｏｏｎｅｙ，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Ｄｅｎ－
ｔｏｎ，２００６；Ｂｒｏｗｎ　＆ Ｆｅｒｒｉｓ，２００７；Ｗａｎｇ　＆
Ｇｒａｄｄｙ，２００８）。然而，国外研究中测量社会资本
的方法是基于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并
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而目前中国学术界尚未有从
社会资本视角分析中国公民捐款行为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力图将中国公益慈善和社会资本建立

关联，第一次尝试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和估量
指标，探索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捐款行为
的影响。希望该研究为中国学术界进行城市居民
捐款行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为把握城市
居民捐款行为的趋势、推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
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资本的主要理论框架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

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包亚明，１９９７）。科尔曼从
功能的角度，指出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
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这些实体是构成社
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
便利。另一名社会资本领域的关键性人物普特南
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互惠
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更重要的
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互相加强，最终形成
自愿合作，解决集体行动困境（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４）。
综合上述几位社会资本领域关键人物的观点

可以发现，社会资本至少包含了三种基本形式：信
任、网络和规范。信任被认为是对他人期望可靠性
的感知和解释，基于共享的规范，出现在一个社区，
对他人协作行为的相互期望。而作为获取信息和
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不管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都必须建立在互惠和信任准则之上（赵家章，

２０１１）。规范则是信任和互惠的规范，大都约定俗
成。这些非正式规范是处在关系网络中的个人或
组织在频繁的接触、交流与交易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对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取向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

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可归纳为关注个体社会

网络资源的微观层次；关注网络结构形成及资源网
络分配的中观层次，以及关注社会资本如何嵌入较
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系统的宏观层次

（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４；张文宏，２００３；胡涤非，２０１１）。
本研究重在关注城市居民个体捐款行为的影响因

素，因此，仅从微观层面对个体的社会资本进行测
量和分析。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的研究中，还没有形成学界一致认可

的测量指标。学者们根据对社会资本定义和层次
的不同理解，制订出不同的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
综合比较社会资本测量研究所使用的维度可以发

现，信任水平、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是三个比较常
用的测量个人社会资本的维度，而每一个维度选取
的具体指标则结合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情境进行了

相应设置。

１．信任水平的测量。很多研究都把信任作为
测量社会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已经连续在全世界

４０余个国家开展的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ＶＳ）就采
用了这样的方式（万俊毅、秦佳，２０１１；赵家章，

２０１１）。ＷＶＳ调查中，个人信任特征包括了对他
人的信任、对制度的信心、对道德规范和贪污的态
度几个指标。

２．关系网络的测量。关系网络是测量社会资
本另一个常用的指标，主要体现在网络规模、相似
度、紧密度和中心度四个方面的测量。关系网络的
相似度是测量个人与网络成员的同质性程度；紧密
度是衡量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的程度；中心度的测
量方法就是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间关系的数量，一
般称为个体的度（夏瑛，２００７）。

３．社会资源的测量。社会资源测量集中于个
人在其网络和关系中所汲取其他人拥有的有价值

资源（例如财富、权力和地位），这典型地反映在关
系人的职业、权威位置、工作部门或收入等指标中
（尉建文、赵延东，２０１１）。

（三）社会资本对个人捐款行为的影响
如普特南指出，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观察个人慈

善行为和志愿服务有重要意义。国外针对社会资
本的理论和发展测量指标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真正
有关社会资本与个人慈善行为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的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引起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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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非正式的助人行为、参加社会组
织以及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和资源，都对其捐
款行为有显著影响（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　＆ Ｈａｖｅｎｓ，１９９７）。
还有研究将个体的社会网络和基于信任的规范作

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后发现，无论是出于宗教原
因的捐款，还是非宗教原因的捐款，那些社会关系
更多、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人，以及更加信任别人
的人，越有可能捐出更多的钱（Ｂｒｏｗｎ　＆ Ｆｅｒｒｉｓ，

２００７；Ｗａｎｇ　＆Ｇｒａｄｄｙ，２００８）。

国内关于捐款行为的研究发现，个人社会信任
度的高低与其捐赠率的高低成正相关（张网成，

２０１１）。但这仅仅是从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来说明
社会资本与捐款之间的关系，采用描述频数分布得
出结论，没有做显著性检验，也没能有效地控制其
他混杂因素的影响。

综上，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人们的捐款行为
是一项有重要理论及实践意义的研究。国外的相
关研究在一定程度揭示了社会资本对捐款行为的

影响，而国内目前还缺乏相关研究，特别是基于大
规模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三、研究假设与数据

（一）研究假设
依据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国外现有的相关研究

成果，本研究的假设为：社会资本与居民的捐款行
为呈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资本越强的居民，其捐款
的可能性越大。

具体来讲，根据本文自变量选择情况（见变量
测量部分），上述假设包括如下两个分假设：

１．社会网络维度的社会资本越多的城市居民，
捐款可能性越大；

２．社会信任得分（见变量测量部分）越高的城
市居民，捐款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假设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假设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研究利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在２０１１年建立的中国公益行为数据库中的
相关数据。数据为横截面数据，问卷调查由北京师
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２０１１年８月至

１２月在中国２７个城市、１０８个社区进行。本次调
查得到家庭有效样本５３５２个（每个家庭１位被访
者），个人有效样本１４２１０个（包含被访者及其家庭
成员）。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第一阶
段是城市的抽取。综合考虑区域分布、人口规模和
经济发展水平三个因素，按照地理位置东中西、城
市规模大中小、经济发展高中低的方式在全国共抽
取了２７个城市。第二阶段是社区的抽取。在每个
抽中的城市抽取老旧社区、商品房社区、单位大院
和保障房社区各一个。数据收集方法为调查员入
户面访。本研究使用了调查数据中家庭成员基本
情况、公益行为、家庭经济与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及
社区服务等方面的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
育程度、婚姻状况、社区居住时间、生活幸福感、自
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区服务等变量。
调查中有关公益行为的问题只调查了每个家庭

的被访者。在５３５２位被访者中，女性占４８．８４％；

１９９０年代出生的“９０”后占０．８７％，“８０”后、“７０”
后、“６０”后、“５０”后以及１９４９年（含）之前出生的分
别占１２．３４％、２３．９２％、２５．８８％、１８．５５％、１８．４４％；
教育程度方面，１０．０１％的受访者为小学及以下，

３１．５８％的为高中、职高、技校或中专；政治面貌方
面，２５．０７％的为中共党员，非中共党员占７４．
９３％；被访者中有宗教信仰的占７．２３％，没有宗教
信仰的占９２．７７％；被访者的户籍类型以本市非农
业为主，占到８７．３９％；８１．４７％的被访者已婚；工作
状况方面，有工作的被访者（包含正规就业和灵活就
业）占５７．１３％，不工作的（离退休、在校学生等）占到

４２．８７％。被访者的基本特征详见表１。
（三）变量及测量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捐款”，问卷中对因变

量的测量是通过设置问题“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参
加过捐款活动？”被访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回答“是”或“否”。在回答了该问题的被访者中，过
去一年捐过款的有２７３３人，占５１．８６％，没有捐过
款的２５３７人，占４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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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Ｎ＝５３５２）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频数 比例（％）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频数 比例（％）

性别 女 ２６１４　 ４８．８４ 户籍类型 本市非农业 ４６５９　 ８７．３９

男 ２７３８　 ５１．１６ 外地非农业 ２５２　 ４．７３

年龄组 １９９０年代 ４６　 ０．８７ 本市农业 １９６　 ３．６８

１９８０年代 ６５５　 １２．３４ 外地农业 ２２４　 ４．２０

１９７０年代 １２７０　 ２３．９２ 婚姻状况 已婚 ４３４３　 ８１．４７

１９６０年代 １３７４　 ２５．８８ 离婚 ２９２　 ５．４８

１９５０年代 ９８５　 １８．５５ 丧偶 ３４４　 ６．４５

１９４９年以前 ９７９　 １８．４４ 未婚 ３５２　 ６．６０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５３１　 １０．０１ 中共党员 是 １３２９　 ２５．０７

初中 １３８１　 ２６．０４ 否 ３９７３　 ７４．９３

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１６７５　 ３１．５８ 工作状况 正规就业 ２５３８　 ４７．８５

大专 １０３３　 １９．４８ 不工作 ２２７４　 ４２．８７

本科及以上 ６８４　 １２．９０ 灵活就业 ４９２　 ９．２８

宗教信仰 有 ３８７　 ７．２３

无 ４９６５　 ９２．７７

　　２．自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自变量社会资本并非一个能够

直接观测到的指标，不过，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一些
反映社会资本的问题，涉及到上文中提到的衡量社
会资本的几个核心维度，使社会资本测量成为可
能。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和信任两个维度来描述
被访者的社会资本状况。
社会网络从个人社会网络规模以及在社会关

系中拥有的有价值资源测量社会资本。弗奈普将
“社会网络中有意愿或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的数
量”（王卫东，２００６）列为社会网络资本三要素之
一。因此，我们将问卷中“如果您家遇到较大事情
（急需一笔钱、孩子就业、家庭成员重病）需要帮助
的时候，您家通常可以有几个能够提供帮助的人？”
列为衡量社会网络维度社会资本的指标之一，帮助
的人数越多说明该维度社会资本越强。另外，在中
国当下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也可
以作为反映社会网络维度社会资本指标的一个代

理指标。胡荣（２０１１）以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
作为因变量，考察了转型时期不同因素对网络资源
的影响，发现党员的社会网络资源明显优于非
党员。

信任是当前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衡量社会资本

的另一个维度。信任涉及到一系列个人的价值观
和意识层面的内容，因此，对信任的测量更为困难。
国外有研究指出，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可以被认为
是人际 信 任 的 一 般 化 体 现 （Ｂｒｅｈｍ　＆ Ｒａｈｎ，

１９９７）。同样，在社区中，当人们通过与社区里其他
居民的友善互动或向其提供帮助，认为其他居民会
对这些互动给予友善的肯定和回应，并在需要时同
样对待自己时，这种互惠规范会增强人们对社区的
信任（Ｒｉｃｈｅｙ，２００７）。依据上述研究发现，我们选
择“你可以没有顾虑的和社区干部谈你的困难”、
“你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活动”、“你会帮助社区里的
其他人”三个问题作为信任得分的指标。问卷中上
述问题按照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进行了设计，被访者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为“很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
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五项中的一项，上述几个
选项分别赋予１分、２分、３分、４分和５分，我们用
被访者上述三个问题的总得分衡量其信任维度社

会资本的状况，得分越多表明其信任维度社会资本
越强。

３．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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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状况、生活幸福感、健康状况、在本社区的居
住时间等在以往研究中已经被证明对个人捐款行

为有比较显著的影响（Ｍｅｓｃｈ，Ｒｏｏｎｅｙ，Ｓｔｅｉｎ－
ｂｅｒｇ，Ｄｅｎｔｏｎ，２００６；Ｂｒｏｗｎ　＆ Ｆｅｒｒｉｓ，２００７；

Ｂｏｒｇｏｎｏｖｉ，２００８； Ｗａｎｇ　＆ Ｇｒａｄｄｙ，２００８；

Ｅｉｎｏｌｆ，２０１１），因此本研究中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代入模型。其中，家庭经济状况、生活幸福感、
健康状况采用被访者的自评状况，均分为三个等
级。家庭经济状况分为好、维持生活和困难，生活
幸福感分为幸福、一般和不幸福，健康状况分为好、
一般和差。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比较显著，且不同家庭的各种经济负担也有所不
同，使用绝对数量的家庭人均收入无法真实地反映
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人们的生活水平差异，而采用
自评的家庭经济状况可以较好的避免上述问题。
尽管在自评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程度指标能充分地

反映个体真实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程度方面仍然存

在一些争议，但是大多情况下人们认为上述指标能
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Ｂｏｒｇｏｎｏｖｉ，２００８）。因此，
我们这里采用被访者自评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程度

指标衡量其健康状况和生活幸福感。

四、数据分析模型及结果

随着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成为国际学术研究

的热点，一些学者对研究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也进
行了讨论和反思（ＯＮｅｉｌ，２００１；Ｒｏｏｎｅｙ，Ｓｔｅｉｎ－
ｂｅｒｇ，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２００４）。Ｏ’Ｎｅｉｌ（２００１）撰文指
出，对于捐赠等公益行为的研究，应当将多元统计
分析作为常规的研究方法，并应当检验统计显著
性，以更为精确地描绘公益行为和社会人口特征、
行为、态度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多元回
归分析方式，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控制，以便更清
晰地描绘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的影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是对二分类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

普遍采用的分析工具。本文的因变量“是否捐款”
属于二分类定类变量，取值为０和１，因此本文采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
分析软件为Ｓｔａｔａ１２．０。
我们使用两个模型来分析各有关变量对捐赠

行为的影响。模型１仅代入控制变量，模型２在模
型１的基础上代入了测量社会资本的有关变量。
模型１的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女

性捐款的可能性高于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捐
款的可能性越大；已婚居民相对于离婚与丧偶的居
民，有工作的居民相对于不工作或灵活就业的居
民，捐款的可能性更高；在本社区中居住时间更长
的居民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居民捐款可能性

同样会增加，这些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
具有一致性（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　＆ Ｈａｖｅｎｓ，１９９７；Ｍｅｓｃｈ，

Ｒｏｏｎｅｙ，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Ｄｅｎｔｏｎ，２００６；Ｂｅｋｋｅｒｓ，

２０１０）。在引入测量社会资本的变量后，通过两个
模型的横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模型１当中表
现显著的各变量，在模型２中仍然显著，只是在优
势比的程度上有一些变化，但变量作用的方向并未
发生改变。而在模型１中表现不显著的变量，除了
年龄分组当中的７０后变得显著以外，其他变量仍
然不够显著。另外，两个模型的伪决定系数（Ｐｓｅｕ－
ｄｏ　Ｒ２）分别为０．１１和０．１２，说明在引入社会资本
变量后，对因变量变化的解释能力有比较明显的提
升，这说明社会资本的确是影响居民捐款行为的重
要因素。
通过模型２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用来测量社会

资本的三个变量：中共党员、困难时提供帮助的人
数以及信任得分对居民的捐款行为均具有显著性

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参加捐
款的优势（Ｏｄｄｓ）是非中共党员的１．５９倍；困难时
提供帮助的人数对应的优势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为

１．０５，这意味着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每增加１人，居民捐款的优势会增加５．１０％。这
说明社会网络越强的居民，捐款的可能性也越大。
同样在模型２中我们可以看到，信任得分每增加１
分，居民捐款的优势会增加６．００％，这说明居民信
任得分越高，居民捐款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一结
论，验证了国际文献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方
面的社会资本对于人们的捐款行为有正向影响这

一结论（Ｂｒｏｗｎ　＆Ｆｅｒｒｉｓ，２００７；Ｗａｎｇ　＆ Ｇｒａｄｄｙ，

２００８）。

五、讨论与反思

上述模型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研

究假设，中共党员的身份、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
助的人数和信任得分与捐款行为均呈现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即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维度的社会资本
越强，居民捐款的可能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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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社会资本与捐赠行为关系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优势比（ＯＲ） 标准误差 优势比（ＯＲ） 标准误差

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类别） １．３９４＊＊＊ ０．０９４　 １．４６７＊＊＊ ０．１０７
年龄（以“１９４９年之前出生”为参照类别）

９０后 ２．１８６＊＊ ０．８７３　 ３．１２２＊＊＊ １．３４０
８０后 ０．８７３　 ０．１３９　 １．１３５　 ０．２０１
７０后 １．２２１　 ０．１６６　 １．５２７＊＊＊ ０．２３０
６０后 １．３０４＊＊ ０．１６５　 １．５２５＊＊＊ ０．２１３
５０后 １．１６０　 ０．１３２　 １．２７１＊ ０．１５７
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类别）
初中 ２．０１３＊＊＊ ０．２７０　 １．８４０＊＊＊ ０．２６３
高中 ２．８６４＊＊＊ ０．３８４　 ２．３８４＊＊＊ ０．３４３
大专 ３．５３６＊＊＊ ０．５２０　 ２．８９０＊＊＊ ０．４６１
本科及以上 ５．８０８＊＊＊ ０．９４４　 ４．３９３＊＊＊ ０．７８１
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参照类别）
离婚 ０．６４６＊＊＊ ０．０９４　 ０．６３８＊＊ ０．１０２
丧偶 ０．６５３＊＊＊ ０．０９６　 ０．５７８＊＊＊ ０．０９２
未婚 ０．９２６　 ０．１４３　 ０．９４１　 ０．１５７
工作状况（以“正规就业”为参照类别）
不工作 ０．４３５＊＊＊ ０．０４０　 ０．４５１＊＊＊ ０．０４５
灵活就业 ０．４６８＊＊＊ ０．０５３　 ０．４３７＊＊＊ ０．０５４
本社区居住时间 １．０２８＊＊＊ ０．００３　 １．０２７＊＊＊ ０．００３
家庭经济状况（以“困难”为参照类别）
好 １．４６２＊＊＊ ０．１８０　 １．３２１＊＊ ０．１７９
一般 １．２１９＊ ０．１３１　 １．１７７　 ０．１４０
生活幸福感（以“不幸福”为参照类别）
幸福 ０．９８９　 ０．１６３　 ０．８７１　 ０．１５６
一般 ０．８２１　 ０．１２９　 ０．７７９　 ０．１３３
健康状况（以“健康状况差”为参照类别）
好 １．００４　 ０．１３８　 ０．９２８　 ０．１３９
一般 １．３９２＊＊ ０．１８６　 １．３５３＊＊ ０．１９７
中共党员（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类别） １．５９３＊＊＊ ０．１３９
困难时提供帮助的人数 １．０５１＊＊＊ ０．０１８
信任得分 １．０６０＊＊＊ ０．０１７
常数项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１
观察值数量 ４７５０　 ４２０１
伪Ｒ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０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拟合优度检验 ０．４２６　 ０．４２８

　　注：＊ｐ＜．１；＊＊ｐ＜．０５；＊＊＊ｐ＜．０１

　　中共党员参加捐款的优势是非中共党员的

１．５９３倍。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共产党员比
非共产党员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胡荣，

２０１１），因而也就有更多机会和途径接触到各种有
关捐款的信息，比如捐款的对象、捐款的渠道，当然
也会有更大的可能性成为被劝募的对象，因此捐款
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加。另外，共产党员广泛的分布
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体制内的单位

中。这些体制内的单位通常会积极响应国家和社
会的号召，动员职工捐款。毕向阳等的研究发现，
在捐款行为方面，后单位制时代体制动员因素保持
着显著的效力（毕向阳、晋军、马明洁、何江穗，

２０１０）。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捐款者
的第一捐款途径为“所在单位或者党组织”的占到
了６３．１％。由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
共产党员具有较高的捐款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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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每增加１
人，居民捐款的优势增加５．１％。当一个人遭遇困
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越多意味着其拥有较广
泛的交际范围和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的建立和
巩固，需要网络中的各方在对方遭遇“困难”的关键
时刻或对方发出帮助“请求”时给予积极的回应。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提供
帮助的人数多的居民，很有可能是拥有更广泛的社
会关系网络、平常与外界互动比较频繁的人，更有
可能接触到有关捐赠的各种信息，在他人需要帮助
的时候，会积极的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
捐款、捐物等。所以，我们会发现“遭遇困难时，能
够提供帮助的人数”多的居民捐款的可能性会显著
增加。
社会信任得分的增加同样会提高人们捐款的

可能性。本研究中，社会信任得分是一个综合性指
标，包含信任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帮助
社区里的其他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社区当中，
居民拥有较高的信任度，意味着人们愿意相信社区
的管理者和社区其他居民，对他们的各种言行有着
较高的认可度。当社区干部或社区中的其他居民
组织大家参与包括捐款在内的各种社区活动时，信
任度比较高的被动员者有更大可能会积极参与。
同样，人们参与社区活动和对他人施予援手的同
时，也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会
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信任程度，促进居民更多地参与
捐款等活动。上述分析也可以外推至更大的范围，
即居民对社区以外的个体和组织的信任会促使他

们积极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活动中去。
因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具有较高社会信任度的居
民，捐款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增加。
在数据分析中一些控制变量与捐款行为之间

的关系值得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的关

注。比如在年龄方面，除８０后以外，９０后、７０后、

６０后和５０后与１９４９年之前出生的居民相比其捐
款的可能性都具有显著性差异，且捐款优势比呈现
出依次下降的趋势，相对年轻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捐
款积极性，但是为什么唯独８０后这一群体缺乏显
著性，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另外，国外有研究
表明，已婚者比未婚者更有可能捐款（Ｍｅｓｃｈ，

Ｒｏｏｎｅｙ，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Ｄｅｎｔｏｎ，２００６；Ｅｉｎｏｌｆ，２０１１；

Ｗｙｍｅｒ，２０１１），然而本研究发现，不管是否考虑社
会资本相关因素的影响，已婚人士与离婚或丧偶
人士相比，其捐款可能性更高，且均具有显著性，
而与未婚人士相比尽管捐款可能性略高但缺乏

显著性。
当前社会资本的测量尚没有一致认可的方法。

我们依据社会资本领域代表性学者科尔曼和普特

南等对社会资本基本理论的阐述以及国内外对社

会资本进行测量的文献，从调查数据中抽取了一些
能够反映社会资本的指标。尽管指标的选取有比
较充分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不是专门针对社会资
本的测量设计的调查问题，所以难免不够严谨和准
确。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围绕社会资本的
测量设计更加精准的衡量指标，并对社会资本对公益
行为的影响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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